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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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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 

【摘 要】：以云南省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在分析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特征的基础上，运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

讨了自然、社会经济、空间和文化民族因素对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的影响。结果发现：(1)自然因素是影响云南省传统

村落分布的基础因素；(2)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具有两面性，呈现整体负相关，局部正相关的特征；(3)文化、民族

与传统村落的分布和发展具有互促性，呈现全局正相关；(4)空间因素的影响较不显著。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促进传

统村落保护和科学发展的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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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传统村落是指村落形成较早，拥有较丰富的传统资源，具有一定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经济价值，应予以保护的

村落[1]。传统村落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和自然资源，是我国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和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着力点。我国当

前正处于从投资型社会过渡到消费型社会的发展阶段，推动内循环经济成为发展的重点。传统村落作为重要的旅游资源可为都

市人群提供一个“诗意栖居”的家园和一幅美好生活的理想图景，为扩大内需创造机会，具有巨大的发展潜能。在此背景下，识

别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对其开发保护工作的推进具有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国外关于传统村落已有丰富的研究成果，主要内容涉及传统村落的文化景观[2]、可持续发展[3]和旅游开发[4,5]等方面。目前，

国内对传统村落的研究已取得积极进展，研究内容主要侧重于传统村落的文化景观[6,7]、空间形态[8,9]、评价管理体系[10,11]和保护

与开发
[12,13]

等方面。近年来，地理学界从空间视角对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展开了丰富的研究。在传统村落的空

间分布特征方面，国内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14,15,16]、省域[17,18]、县市[19,20]和跨行政区的区域尺度[21,22]。另有部

分研究从时间尺度纵向分析了不同地区传统村落空间分布在各阶段的演变规律[23]。在研究方法方面，学者们常运用 Moran′sI 指

数[24]、局域关联指数[24]、核密度分析[15]、最邻近点指数[14]等方法剖析传统村落的空间格局特征。 

影响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的因素主要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经济、交通条件、人口和城市等[25,26]。国内多采用空间叠置分析和描

述性统计等定性分析方法剖析各个影响因素对传统村落分布的影响[15,16,17]。目前有学者开始探索定量研究方法。如，关中美等[22]

运用地理探测器方法分析了地形地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中心城市等因素和中原经济区传统村落时空分布格局的关系。也有学

者关注到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利用GWR 模型探讨了地形、生态、人口、经济、交通和城市等要素对我国不同区域传统村落空

间分布影响的分异[15],但从省域尺度进行相关分析的研究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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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国内对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已有较为丰富的成果，研究方法也由定性分析逐渐转向定量分析；

但定量研究多集中于对自然、经济、人口、交通和城市因素的探讨，较少涉及文化和民族因素的影响，且较少从省域尺度关注到

各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云南省各地区地理环境、社会经济状况和民族文化特征存在较大分异，不同因素在不同区域对传统村

落空间分布影响的方向和程度存在差异。鉴于此，本文在分析云南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特征的基础上，采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

讨了各因素在不同区域影响作用的分异，从而更全面地揭示该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的影响机制，为传统村落的科学保护与发展

提供借鉴。 

1 研究设计 

1.1 区域概况与研究对象 

云南省位于我国西南地区，境内传统村落分布密集，文化遗产总量丰富，少数民族人口众多，在文化和民族方面具有典型性。

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云南省总人口为 4720.9 万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 33.12%,白族、傣族、佤族、怒族、哈

尼族等 15个少数民族为云南特有民族。云南省高度重视传统村落保护开发工作，2014年《云南省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编制细

则(试行)》提出开启大批量的传统村落规划编制工作；2020 年出台《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指导

意见》,要求创建一批引领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中国最美丽省份建设，且在全国享有盛名的传统村落。本文选择的研究对象为中

国传统村落网公布的第一至第五批合计 708 个云南省传统村落。考虑到一定地域范围内各要素的一致性，研究以云南省行政区

划为底图，划分出 5906个网格(10×10km)网作为研究分析单元。 

1.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由于传统村落密度相较于个数，能更加准确地反映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的疏密情况，因此将格网传统村落核密度均值作为回

归模型因变量。本文利用中国传统村落网公布的第一至五批云南省传统村落名单，依据村落名称和地址，采用高德地图定位各村

地理坐标，构建传统村落点的矢量数据库。 

自变量方面，已有相关研究综合考虑了自然、人口、经济、交通和城市等因素的影响[15]。在此基础上，本文将文化和民族因

素纳入考量，以构建更加完整的影响因素分析指标体系(表 1)。 

表 1传统村落空间分布影响因素指标及计算方法 

 符

号 
类型 指标 计算方法 数据来源 

自变

量 

X1 

自然因素 

高程 格网高程均值 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 

X2 坡度 格网坡度均值 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 

X3 水系可达性 
格网中心到最近主要水系距离的倒

数 
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 

X4 社会经济因

素 

人口密度 格网人口密度均值 统计年鉴县域数据 

X5 人均生产总值 格网人均生产总值均值 统计年鉴县域数据 

X6 空间因素 交通可达性 
格网中心到最近主要公路距离的倒

数 

国家基础地理信息系统 1∶400 万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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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7 中心城市可达性 
格网中心到最近县级以上城市距离

的倒数 
高德地图 POI 

X8 

文化民族因

素 

文物保护单位密度 格网文物保护单位密度均值 云南省人民政府官网 

X9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密度 

格网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密度均

值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 

X10 少数民族人口比重 格网少数民族人口比例均值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影响因素：①自然因素。自然因素由高程、坡度和水系可达性反映，高程和河流水系数据来源于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

②社会经济因素。社会因素以人口密度反映，经济因素以人均生产总值反映，人口密度和人均生产总值数据来源于 2020 年《云

南省统计年鉴》中县区级行政区划数据。③空间因素。空间因素指传统村落与主要交通道路和中心城市等重要空间要素的临近

性，反映其获取资源和对外联系的便捷程度。交通因素以交通可达性反映，城市因素以城市可达性反映。主要公路数据来自于国

家基础地理信息系统 1∶400 万数据，中心城市点数据来源于高德地图 POI。④文化民族因素。本文将文化因素分为物质和非物

质两个层面：物质层面，文物保护单位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文化形成的媒介与物质基础[27],可用文物保护单位的密度反映物质层

面的文化因素；非物质层面，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共同的文化瑰宝和人类文明的“活态”延续，其存在主要依附于人这一载体
[28],可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密度反映非物质层面的文化因素。云南省文保单位信息来源于云南省人民政府官网公布的第一

批至第八批省级和国家级文保单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信息来源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民族因素以少数民族人口比重

反映，少数民族人口比重数据来源于云南省各市州 202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经济、人口和民族等统计年鉴数据的提取步骤为：首先将统计数据赋值到行政区划的几何中心点上，通过泰森多边形平均插

值计算整个研究区域的整体趋势，然后采用空间连接将值赋到每个格网上[29]。文化指标的处理方法为：依据网站公布的文保单位

地址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所在地提取对象地理坐标，经坐标系纠偏后导入 ArcGIS 中生成点要素，选取 50km 带宽分别对文

保单位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行核密度分析。计算过程中国家级别要素权重为 2,省级要素权重为 1,最终计算得到两个指标

的格网平均值。 

1.3 研究方法 

核密度分析：核密度分析可识别空间集聚的核心。即空间分布的空间热点以特定点要素的位置为中心，根据特定长度的半径

进行搜索，计算点要素在邻域中的密度，得出一个连续密度值表示要素得空间分布特征
[30]
。计算公式为： 

 

式中：fn(x)为研究区域内某点 x的核密度值；K为空间权重函数；h为搜索半径；(x-xi)
2+(y-yi)

2是点(xi,yi)和(x,y)之间距

离的平方；n为与点 x的距离小于或等于 h的要素点数。 

最邻近指数：最邻近指数指实际最邻近距离和理论最邻近距离之比[31],它以随机模式的分布状况作为标准，来衡量点状要素

的空间分布类型。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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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r¯为平均观测距离；ri¯为预期平均距离；R 为最邻近指数。R>1,表示云南省传统村落在空间分布模式为均匀分布；

R<1,为集聚分布；R=1,为随机分布。 

地理加权回归：地理加权回归(GWR)考虑了地理坐标的空间权重，使得参数可以进行局部估计，以解释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

性[32]。本文采用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对各因素对云南省传统村落空间格局的影响进行拟合。模型表达式为： 

 

式中：yi为全局因变量；xik为第 k 个自变量的值；(μi,υi)为 i 的地理坐标；β0(μi,υi)为常数项估计值；n 为自变量个

数；βk(μi,υi)为第 k个变量的系数估计值；εi为误差项。 

2 空间分布特征分析 

2.1 整体空间分布态势 

云南省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总体呈“大分散，小集聚”的特征，空间分布极不均衡(图 1)。 

 

图 1云南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 

从 ArcGIS 最近邻分析可见，云南省传统村落呈集聚分布特征，最邻近指数为 0.594。从传统村落在各市州的分布看，保山

市与大理市入选的传统村落数量最多，为 130个，占全省总数的 18.36%;其次为红河州，共入选 124 个传统村落，占全省总数的

17.51%;怒江州入选的数量最少，仅有 8个。从第一批至第五批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态势看，第一批传统村落数量为 62个，主要

分布于丽江市、大理州和临沧市；第二批传统村落入选数量最多，达 232个，主要分布于丽江市、大理州和保山市，其中保山市

入选传统村落数量最多，达 59个；第三批传统村落数量为208 个，分布范围最广，主要分布于丽江市、大理州、保山市和红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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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第四批传统村落数量为 113 个，主要分布于红河州；第五批传统村落数量为 93 个，主要分布于保山市、红河州和大理州。 

2.2 空间结构演变 

以各批次传统村落的入选为时间节点，分 5 个阶段分析云南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的时空演变格局。为反映云南省传统村落

在空间上的结构特征，经过反复试验，选取 50km 带宽进行核密度分析(图 2)。第一阶段，云南省传统村落分布较为分散，形成

了丽江市中部和临沧市东南部临翔区两个核心集聚区；第二阶段，出现了保山市西部腾冲县的核心集聚区，而临沧市东南部集聚

区的集聚程度有所削弱，大理州中部出现了集聚程度较弱的次级集聚区；第三阶段，保山市西部腾冲县和丽江市中部的两个核心

集聚区的集聚程度得到进一步强化，并出现了红河州西北部石屏县与建水县的核心集聚区；第四阶段，丽江市中部、保山市西部

腾冲县和红河州西北部的 3个核心集聚区的集聚程度不断提高，3个核心集聚区和 1个次级集聚区的传统村落空间分布格局初步

成型；第五阶段，云南省域范围内形成了 3个传统村落的核心集聚区，分别为丽江市与大理市交界处核心集聚区、保山市腾冲县

核心集聚区、红河州西北部石屏县和建水县核心集聚区。在 3个核心集聚区中，保山市腾冲县核心集聚区集聚程度最高，其次为

红河州西北部石屏县与建水县核心集聚区，大理州的中部为次级集聚区，而省内其他地区传统村落数量较少且布局分散。保山市

腾冲县集聚区历史上是古南方丝绸之路的要冲，境内文化资源丰富，加之当地政府投入大量专项资金用于传统村落基础设施改

善和村域环境提升，保护发展工作成效显著，因此形成了传统村落的高密度分布区。红河州西北部少数民族人口众多，浓厚的民

族文化孕育了众多富有民族特色的传统村落。总体而言，云南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的时空格局演变呈现由分散向集中和核心集

聚区不断得到强化的两大特征。 

 

图 2云南省传统村落各时期核密度分析 

3 空间分布影响因素分析 

3.1OLS模型结果 

本文以高程(X1)、坡度(X2)、水系可达性(X3)、人口密度(X4)、人均生产总值(X5)、交通可达性(X6)、中心城市可达性(X7)、文

物保护单位密度(X8)、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密度(X9)和少数民族人口占比(X10)作为自变量构建回归分析模型。在进行地理加权

回归分析之前，本文将基础数据进行标准化后采用 OLS 模型检验各项自变量对云南省传统村落整体空间分布的影响和拟合程度

(表 2)。计算结果显示，模型的 R
2
和调整后的 R

2
分别为 0.406 和 0.405,AICc值为 9435.548。对每个变量来说，文化因素和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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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中的坡度指标与传统村落分布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而经济因素和人口因素与传统村落分布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即云南省传

统村落整体上主要分布在经济相对落后和人口密度较低的区域；交通因素、城市因素和自然因素中的高程、水系可达性指标与传

统村落分布的关系不显著；民族因素与传统村落分呈显著负相关。这与预期不符，表明因素的影响作用具有复杂性和空间异质

性，因此需要分析不同区域的具体情况以获得更加合适的解释。 

表 2 OLS模型结果 

 变量 系数 P值 

 X1 0.015 0.239 

自然因素 X2 0.096 0.000 

 X3 0.008 0.492 

人口因素 X4 -0.280 0.000 

经济因素 X5 -0.137 0.000 

交通因素 X6 -0.004 0.671 

城市因素 X7 -0.012 0.207 

文化因素 

X8 0.462 0.000 

X9 0.411 0.000 

民族因素 X10 -0.107 0.000 

 

3.2 地理加权回归结果 

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模拟了不同区域内各自变量对云南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影响的差异。本文选择 AICc 方法确定最优带宽，

在 ArcGIS软件中进行GWR 回归分析，具体结果如表 3、4所示。 

从表 3 和表 4 可见，与 OLS 模型相比，GWR 模型的 R2及调整后的 R2分别上升至 0.778 和 0.774,AICc值下降至 8054.144,表

明 GWR 模型的拟合结果更优。采用 t检验对回归系数显著性进行检验，结果发现，高程、人口密度、人均生产总值、文保单位密

度、非物质文化遗产密度和少数民族人口占比等的显著性占比皆在 50%以上。在显著性较好的指标中，显著区域占比由大到小依

次为文保单位密度、非物质文化遗产密度、人口密度、少数民族人口占比、人均生产总值和高程。在显著区域内，除了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回归系数基本达到全部为正的情况，其他影响因子的回归系数皆有正有负，表明各因素在不同区域对传统村落分布的

影响存在着正负效应。 

表 3 OLS模型与 GWR 模型诊断指标对比 

诊断指标 OLS 模型 GWR 模型 

R2 0.406 0.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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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后的 R2 0.405 0.774 

AICc 9435.548 8054.144 

 

表 4 GWR模型结果 

 变量 显著性 回归系数区间 回归系数(+) 回归系数(-) 

自然因素 

X1 50.8% -0.453—0.346 51.63% 48.37% 

X2 39.8% -0.217—0.224 54.22% 45.78% 

X3 36.9% -0.239—0.149 67.80% 32.20% 

社会经济因素 

X4 80.0% -1.386—1.613 38.17% 61.83% 

X5 54.3% -0.360—0.656 31.32% 68.68% 

空间因素 

X6 17.5% -0.340—0.273 61.20% 38.80% 

X7 18.0% -0.198—0.094 13.48% 86.52% 

文化民族因素 

X8 85.4% -0.146—2.603 88.16% 11.84% 

X9 81.2% -0.078—1.252 99.87% 0.13% 

X10 76.9% -0.817—0.518 69.44% 30.56% 

 

注:回归系数的值为通过 5%显著性水平检验的值。 

自然因素的影响(图 3):自然因素是影响云南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的基础因素，其决定了村落空间分布的选址、形态和规模。

①就地形地貌条件而言，高程指标中 50.8%的格网回归系数具有显著相关性。其中，51.63%的格网为正相关，48.37%为负相关。

从空间分布来看，正值的高值区域出现在滇西保山市和德宏州等。云南省自西北向东南海拔逐渐下降，呈西北高、东南低的特

点。滇西多高山，山地起伏较大，此处传统村落多选址在山腰缓坡地带、山脊相对平坦区域和山脚坝区，呈依山就势发展的特征，

与地形地貌形成良好互动。低值区出现在滇东南玉溪市和红河州北部。在滇东南地区，传统村落主要围绕低缓的坝区集聚，较平

缓的地势适合村民的生产生活，为传统村落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云南省传统村落总体上呈滇西依坡而建和滇东南依平缓地

势集聚的特征。②坡度指标中，39.8%的网格有显著相关性，其中 54.22%的格网为正相关，45.78%的为负相关。高值区出现在大

理州东部和楚雄市西部等，低值区出现在滇西北的怒江州和大理州西北部。云南省传统村落整体上分布在坡度较缓的地带。据统

计，59.9%的传统村落分布于5°—15°的斜坡上，29.6%的传统村落分布于 2°—5°的缓斜坡上。滇西北地区地势险峻，不适宜

进行农业生产活动，因此传统村落分布较少。③水系可达性与36.9%的传统村落空间分布存在显著相关性，其中 67.80%的相关性

为正，32.20%的相关性为负。回归系数的高值区出现在滇西大理州/保山市和临沧市等地区。滇西河流纵横、湖泊众多，发达的

水系为既传统村落的发展提供了保障，也降低了居民的生活成本，此处传统村落分布具有临水而建的特征，呈现沿河流呈条带状

或环河流呈块状分布的格局，围绕洱海、羊子江和大盈江等水系均形成了传统村落的集聚区。低值区域出现在滇东南玉溪市和红

河州。滇东南地区属温带型气候，降水量整体偏高，传统村落与其他地区传统村落的“临水性”特征不同，为避免雨季水涝灾

害，村落主要分布在与河流主干道和大型水域有一定距离的区域
[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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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GWR模型自然因素回归系数空间分布 

 

图 4社会经济因素 GWR回归系数空间分布 

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①在人口因素中，80.0%的网格回归系数具有显著性。其中，具有正负相关效应的格网分别占 38.17%

和 61.83%。正值的高值出现在滇西南西双版纳、普洱市和临沧市，这些地区人口密度相对低，传统村落较为分散；负值的低值

区出现在滇西大理州西北部和保山市西北部等地区，这些地区人口密度相对低，而传统村落密度较高。一方面，较低的人口密度

使得传统村落避免了大规模人口迁入对其传统建筑、街巷格局和文化风俗的破坏，另一方面也说明云南传统村落人口空心化问

题严峻。如何创造具有活力的场域吸引人群回流是传统村落突破空心化困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②在经济因素中，

54.3%的格网回归系数具有显著性。其中，31.32%的格网回归系数为正，68.68%的格网回归系数为负，村落分布与经济总体呈负

相关关系。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使传统村落受到的城镇化和现代化冲击较小，村落的物质环境和民俗文化得以原汁原味地保留。

但在云南局部地区出现经济发展与传统村落分布呈正相关的情况，传统村落与经济发展形成了良性互促关系。正值的高值区出

现在大理州，大理州在旅游资本的介入下，通过精品民宿开发、文化展示体验和传统工艺品包装等方式对传统村落的可持续发展

了进行了有益探索。此处传统村落作为重要的旅游资源，对旅游业的赋能作用明显，旅游业发展又反过来为传统村落的保护利用

提供了资金支持。 

空间因素的影响(图 5):①在交通因素中，仅 17.5%的网格回归系数具有显著性，说明云南省传统村落分布整体与交通因素

的关联并不明显。其中，61.20%的格网为正相关，38.80%的格网为负相关。正值的高值区出现在大理州和红河州的东部等地。在

大理州，距离主要公路越近，传统村落分布越密集。对于大理州这样旅游业发达的地区而言，发达的交通系统有利于人流和资本

等要素向村落集聚，促进传统村落在对外联系中实现经济社会的发展。负值的低值出现在保山市，距离主要公路越远，传统村落

分布越密集。这表明低交通可达性避免了外界对传统村落的同化和破坏，为传统村落保护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但同时也掣肘了传

统村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②在城市因素中，仅 18.0%的网格回归系数具有显著性，表明中心城市的分布与云南省传统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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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布并未形成显著的相关关系。在显著的网格中 13.48%格网为正相关，86.52%格网为负相关。总体而言，云南省传统村落并

未与中心城市形成良好的共生互动关系，城市对村落的反哺能力有限。回归系数的低值区域出现在滇西保山市和德宏州等地，距

离中心城市越远，传统村落分布越密集。这说明城市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会对传统村落物质空间和生活方式产生冲击，距离中心城

市距离较远反而有利于村落延续固有的生产生活方式。 

 

图 5空间因素 GWR回归系数空间分布 

文化民族因素的影响(图 6):①在文化因素中，云南省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与文化因素总体上形成了良好的耦合关系。文保

单位密度指标中具有显著效应的网格占比达到 85.4%。其中，正向效应的网格占 88.16%,具有负向效应的网格占 11.84%。高值区

域出现在保山市西部、德宏州和迪庆州等地。其中，保山市西部的腾冲县是传统村落的高密度集聚区，该地文保单位越密集的地

方传统村落数量也越多。腾冲县位于古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上，受古道通商的积极影响，商人在腾冲集聚，其经济和社会得

到快速发展，造就了商道沿线密集的传统村落分布特征。腾冲传统村落的先民大多为明朝戍边举家迁移而来的将士，其血亲关系

在腾冲这片土地上得以传承延续。迁移的归属感、血亲关系和一致的抗战爱国精神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腾冲人民集聚的居住模

式。就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密度均值指标而言，81.2%的网格回归系数具有显著性。其中，回归系数为正的网格达到 99.87%。

回归系数的高值区出现在大理州和红河州等地区，大理州和红河州西北部地区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富集区，也是传统村落的

密集区。大理州和红河州西北部自古以来就有少数民族先民定居，民族文化积淀多元且厚重，其独特的生活习惯与生产方式为这

些地区带来了独特的民俗风情。如今，许多村落依托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了社会经济发展，如大理州新华村依托其银器制

造工艺被批准为 4A级旅游区。可见，先民迁移、经商和定居等活动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了传统村落的分布，也为传统村落留

下了丰富的文化资源。这些文化资源也增加了传统村落的魅力，有利于传统村落在现代社会实现社会经济发展。②在民族因素

中，76.9%的网格具有显著性。其中，69.44%网格为正相关，30.56%网格为负相关。回归系数高值区出现在滇东南红河州和玉溪

市、大理州西部与楚雄市东北部等区域。其中，大理州和红河州西北部既是少数民族的集聚地，也是传统村落的集聚区。在大理

州，远在新石器时代就有白族、彝族等少数民族定居，形成了以白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在红河州西北部，少数民族人口

占地区总人口的 50%以上，形成了哈尼族、彝族、苗族和傣族等多民族聚居格局。众多少数民族的聚居孕育了一批带有民族特色

的传统村落，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的不同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村落的选址和规模。例如，傣族为平原民族，

傣族传村落多布局于平地，而哈尼族和苗族等山地民族的传统村落则常常具有依山而建的特征；哈尼族与彝族因紧密的血亲关

系、相同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而集聚在一起，造就了哈尼族和彝族“大聚居”的居住格局[34]。此外，云南省传统村落中少数民

族的长期聚居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外来文化的干扰，也强化了自身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使得村落中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

资源得到了良好保存和活态传承。负值的低值区出现在保山市和德宏州等地。尽管保山市西部是传统村落的主要集聚区，但此处

多分布汉族传统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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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文化民族因素 GWR回归系数空间分布 

4 结论、建议与讨论 

4.1 结论 

探索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对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利用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分析云南省传统村落空间

格局特征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涵盖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地理空间和文化民族因素的指标体系，并通过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

了云南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主要结论如下：首先，空间分布特征方面，云南省传统村落呈现“大分散，小集聚”的

特征。从传统村落在各市州的分布看，保山市与大理市入选的传统村落数量最多，怒江州入选的传统村落最少。在空间结构上形

成了 3个传统村落的核心集聚区，其中保山市腾冲县集聚区的集聚程度最高。其次，各要素对云南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的影响在

不同区域具有不同的作用方向。①自然因素是影响云南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的基础因素。云南省传统村落空间格局总体呈现“滇

西依坡而建，滇东南依平缓地势集聚”“滇西临水而建，滇东南远水而建”和分布于缓坡的特征。②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具有两

面性，呈现整体负相关、局部正相关。就人口要素而言，较低的人口密度既避免了传统村落物质环境和传统文化的破坏，也成为

了掣肘其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就经济要素而言，总体上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起着重要的保护作用，大理传统村落的保护与经

济发展形成了良性互促关系。③空间因素整体上与云南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的关联并不显著。在显著影响的区域中，交通因素的

影响具有空间异质性，在大理州高交通可达性有助于传统村落在对外联系中实现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在保山市低交通可达性则

避免了传统村落受到外界的干扰和破坏。就城市因素而言，云南省传统村落并未与中心城市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民族和文化因

素是影响云南省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的关键因素，与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和发展具有互促性，呈现全局正相关。先民迁移、定居

和经商等行为决定了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模式，也为传统村落留下了丰富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今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

成为助力传统村落发展的重要资源。 

4.2 建议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①构建分类引导的规划指引：传统村落的空间格局是多元要素相互耦合作用的结果，且

不同要素在不同区域的作用方向和影响力度具有差异性。规划传统村落时需要考虑不同要素作用的空间异质性，在识别影响各

村落发展主导要素的基础上，针对不同的传统村落制定有针对性的规划指引，从而提升规划的适配性和科学性。例如，对于红河

州西北部等民族因素影响显著的传统村落集聚区，应重视民族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在不破坏村落整体风貌和居民日常生活

的前提下，以少数民族和文化资源为基础，适度进行旅游开发，围绕民族文化开发手工艺文创、文艺演出、特色民宿等多样性旅

游产品。而对于大理州这样旅游业发达的地区则需关注旅游业的赋能作用，在处理好保护和利用关系的前提下发展旅游业，促进

村落社会经济发展，实现融存续与发展之中。②加强文化民族因素的研究发掘，推进世界遗产申请。云南省传统村落在民族和文

化方面具有独特性，应以世界文化遗产申报标准和要求为依据，对云南省传统村落的文化和民族价值进行挖掘研究。③关注交通

和城市的反哺作用。云南省传统村落的整体空间分布并未与主要交通道路和中心城市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因此，传统村落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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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应在在不破坏传统村落物质环境和文化原真性的前提下，通过提高部分传统村落的交通可达性和加强与周边中心城市的连接

互动增加传统村落与外界的联系，为其可持续发展带来契机。④积极吸引和留住人。人口空心化是云南省传统村落普遍面临的问

题，应采用政府与资本合作的方式，以保护为前提，积极引进社会资本，发挥市场前瞻性作用，拓宽村民的收入来源，创造有活

力的场域，吸引外流人口回流。 

4.3 讨论 

本文尚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利用年鉴数据反映人口、经济和民族因素，虽然能够反映区域间的差异，但是无法体现各传统

村落之间的差异。其次，由于村级数据收集较为困难，研究未涉及传统村落内部历史沿革、生活习惯、产业发展和村落物质环境，

包括生态环境、街巷格局和建筑特色等因素的考虑，下一步将从微观村落进行深入研究。最后，由于数据获取难度，对于一些反

映云南省特殊性的因素考虑较少，如云南省局部小气候、地震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和作为边疆省份传统村落固边守边作用等因

素对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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